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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机会平等、福利国家、教育的普及、科技的发达，等等。韦勒虽然对德国现代化进程持批判态度，

但主要是为了指明一条政治与经济同步现代化的正确、健康的现代化道路。尼佩代则力图证明“漫

长的 19 世纪”的德国历史的“清白”。齐特尔曼和普林茨直接赋予纳粹主义许多积极特征，强调纳粹

政权对德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三种解说的最大差异体现在对德国“历史重负”的不同态度上。韦勒坚决反对任何推卸责任甚

至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的企图，坦诚对待本民族历史，严肃认真地接受历史教训。尼佩代反对只从

1933 年视角考察德国历史，极力强调 1914 年以前的德国历史与“第三帝国”历史的不同，对纳粹主

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没有进行深究。齐特尔曼和普林茨承认纳粹主义具有野蛮的一面，但又强调这种

野蛮性是现代性所固有，并非希特勒和德意志民族的“原罪”。
这种分歧，不仅反映了联邦德国左中右三派历史学家在政治观、历史观和史学方法方面的分

野，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不同期许。左派史学家坚持社会民主立场和道德底

线，期望把历史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制定“适用于实践的现代理论”，促进“个人和集体的

合理行动”，建设“成熟的、负责任的国家公民社会”。中间派史学家虽然标榜客观中立，但也期

望借助历史制造一种积极的，至少是无问题的与民族的关联，构建一种新的、统一的、能够增进民

族共识的历史观。右派史学家则具有强烈的民族保守主义倾向，服膺现实主义、实力政治信条，

他们致力于对民众进行“右倾”教育，利用现代化解说淡化纳粹罪行，减轻历史负担，重塑德意志

民族的民族自豪感，理直气壮地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

称的国际角色。
左派史学家的现代化解说虽然存在某些技术性缺陷，但其“道德良心”是值得肯定的。中间派史

学家因其强烈的民族诉求，很容易滑向民族保守主义，或被右派所利用。右派的做法则十分危险。
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与被害国和被害民族建立和巩固良好关系，能被国际社会和国际舆

论广泛接纳，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进步历史学家自觉承担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重任、勇
于承认纳粹罪行、以史为鉴、悔过自新有很大关系的。任何想要为纳粹历史翻案，想要召唤“第三帝

国”独断专行的幽灵，想要让德国重新争霸世界的企图，都是有害于人类和平和安全的，而其最终结

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日本明治时期近代化的得与失

王新生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是少数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之一，学界通常将其成功的根源追溯到

明治维新。尽管近代后期因对外大规模侵略扩张遭到严重失败，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

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显然与其二战前奠定的基础密切相关。为何近代日本从成功到失败，从中可以

总结出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一、政治革命与全面近代化政权

从结论上看，作为后发型近代化国家，日本迅速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了有志于全面近代化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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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式政府，在国家的主导下进行了一场急行军式的赶超型近代化，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努力，接连

打败此前一直主导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清王朝及欧亚大陆强国俄国，成为世界性强国。日本之所以

能够在“黑船来航”后迅速实现政治革命与其前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演变具有密切的

关系。
学界通常将江户时代的政治结构称为“二元政治体制”，是指同时具有两个最高统治者及其特有

的“幕藩体制”。两个最高统治者一个是权威型政治人物朝廷的天皇，一个是权力型政治人物幕府的

将军。尽管将军掌握日本的最高统治大权，而且通过《公家诸法度》等法律约束天皇及朝廷的行为，

但其职位由天皇任命。也就是说，将军的权力基础来自天皇的委托。这种带有双向性的关系既是各

藩大名臣服将军的一个原因，也是将军在特定时刻失去其权力的基础。因为天皇的存在不仅限制了

将军权力的无限扩大，而且朝廷赐予的官位意味着各藩大名同时也是天皇的家臣，从而成为批判幕

府的动因。① 需要补充的是，正是由于天皇具有这种权威性影响力，而且在历史转折时期会发生关键

性作用，因而“幕藩体制”一词难以全面概括江户时代的政治结构，应该将其称为“朝 ( 廷) 幕藩

体制”。
此外，二元政治体制还包括规定将军与大名关系的“幕藩体制”。大名是臣服于幕府将军、领

地收获量在一万石以上的武士，德川时代大约有 260 家左右。大名的主要义务是如有战事，则按

照收获量一万石出 200 名军人的规格，带兵跟随将军作战。大名的领地称为“藩”，因而大名也被

称为“藩主”。在领地内以大名为最高统治者组成行政机构———“藩厅”，由大名的家臣担任各种

职务。
尽管幕府将军名义上是日本最高的统治者，但其经济基础仍然是直辖领地的收入，只不过其领

地要大得多，约占全日本土地的 1 /4，另外还掌握了大城市的工商业税收与对外贸易的利润。
江户时代的大名分为三种类型，德川家族的大名称为“亲藩”大名，虽然可以继承将军职位，但不

能参与幕政。“亲藩”大名数量不多，最初为“御三家”，即拥有领地的德川直系尾张家、水户家、纪伊

家，后来又增加没有领地、居住在江户、具有推荐将军继承人资格、以居住地为名称的“御三卿”，即一

桥家、田安家、清水家。另外，还有松平姓氏的德川一族大名，以福井藩的松平家为首，共有 17 家。
这些家族成员不能担任幕府决策核心的首席老中( 常设最高职务) ，只有发生紧急状态时，“御三家”
才有资格直接向将军提出建议。“谱代”大名是 1600 年“关原之战”以前跟随德川家康的大名，是将

军的亲信，大“谱代”大名通常被排挤在幕政之外，中小规模“谱代”大名是幕政的参与者。“谱代”大

名在关原之战时大约 37 家，幕末时增加到 145 家。② “关原之战”后臣服德川家康的大名为“外样”
大名，领地较大，但离江户较远，而且也不能参与幕政，其领地周边大多为“谱代”大名的领地，受到后

者的监视。幕府末期，“外样”大名，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外样”大名已经拥有单独发起军事行动的能

力( 如长州藩、萨摩藩等) ，同时对国际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并熟知外国事务，却被排除于有关日

本整体的决策过程之外，因而逐渐产生强烈的不满。③

尽管大名在领地上具有高度自治权，即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财政权，也不用向幕府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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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将军有权决定大名的领地及其规模。同时，幕府颁布“一国一城令”，即一个藩只能保留一座供大

名使用的城堡，同时正式实施“参觐交代”制度。“参觐”是大名到江户拜见将军，“交代”是大名回领

地传达幕府指令。
重要的是，这种二元政治体制在锁国的状态下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一旦有外来压力或冲击很容

易解体，正如福井藩主松平庆永在 1862 年提出辞去政事总裁职务时所强调的那样，“国初以来，幕府

之政令虽难言无私，然天下无疑念之时，则安堵遵奉，无敢犯侮者。外国之事件既出于制外，便难凭

公私之分、旧套定格逆转，故天下悉责幕府之私而极议论，人心大生乖戾。”①1853 年“黑船来航”后的

历史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思想文化的演变也适应了幕末的变化。近世初期，德川幕府重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将其

作为强化统治的思想基础。因为朱子学强调作为“理”的规范与名分，以君臣关系( 忠义) 和家族关

系( 孝行) 维持社会秩序，正因如此，将之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十分合适。与之同时，日本也出现批判

朱子学的儒学者，其先驱者为中江藤树。相对于学问、知识先行的朱子学，中江推崇知行合一乃至行

先于知、批判现实并加以改革的阳明学。
断言朱子学是异端、主张直接回到孔孟古典并加以施教的是“古学”，其代表人物是荻生徂徕，他

认为带来稳定政治秩序的理想型古代中国制度是真正的“道”，作为日本独特政治制度的幕藩体制，

其思想基础不是朱子学的道德，而是为政者出自天下安宁的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图是儒教“仁”的

本质，即将军以其政治能力负有统治国家的责任，天皇按照“祭政一体”的传统，通过宗教性的仪式教

化人民、稳定民心。在阐明天皇的政治意义方面，荻生徂徕的学说对其后的“国学”及“后期水户学”
影响甚大。
“古学”重视实证性研究，受其影响，兴起寻求日本古代精神的“国学”。作为国学奠基人，本居

宣长从美学的角度赞扬日本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自然也含有排斥儒学、佛教等外来思想

的内容，同时作为日本人的神圣性也突出了天皇的角色。但平田笃胤不仅消除了国学中的美学思

想，更将天皇神圣化为神道宗教，进一步强化了批判体制的政治性。②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期水户学”是在上述诸多学说和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其代表人物藤田幽

谷撰写《正名论》，强调大义名分、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等; 会泽正志斋撰写将“尊王攘夷思想”理论体

系化的《新论》，对幕末的“攘夷运动”甚至明治时代以天皇为国家核心的“国体论”带来巨大影响; ③

藤田东湖在“弘道馆记述义”中提出的尊皇思想是“后期水户学”的核心，并且在外来压力的冲击下

与“攘夷论”相结合，成为“尊王攘夷思想”，即形成了利用天皇权威批判、抵抗幕府的运动。④

正如幕末历史所显现的那样，在短短的 15 年内，日本在经历了试图巩固幕府专制统治的“安政

大狱”、幕府和强藩主导的“公武合体”后，下级武士改变了策略，从“尊王攘夷”演变成“尊王倒幕”。
1868 年 1 月，“王政复古大号令”发布，宣布成立新政府，天皇亲政，幕府将军被迫“辞官纳地”。1869
年，新政府实施“奉还版籍”，即大名们将领地及其人民交还天皇，藩主们成为新的藩知事，受天皇委

托管理藩的事务。两年后实施“废藩置县”，由政府派遣的县知事管理，幕藩体制最终消失，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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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平春嶽政事惣裁職辞任嘆願書草案」、伊故海貴則「近世後期 ～ 幕末期における「議論」と「意思決定」の構造」、『立命館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第 115 号、2018 年、7—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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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得以建立起来，各种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随之而来。
具体说来，明治初年，政府提出三大口号，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际上，“富国

强兵”是目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是手段。所谓“殖产兴业”是指政府花费巨资，引进外国先进工

业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建立带有示范性质的近代工厂; 十年之后陆续将兵工厂之外的企业以极

低的价格出售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在推动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推

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化。所谓“文明开化”则是在日常生活、思想文化、法律体系、国际条约等领

域全面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在适应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融入国际体系。客观地讲，正是在国家

的主导下，明治时代( 1868—1912 年) 的日本国力迅速强大，到该时代结束前夕，日本在很大程度上

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

二、学习西方与完善近代法治

尽管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随即颁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但如何构建近代国家尚需等到“岩仓使

节团”出访欧美之后，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很多方面需要“求知识于世界”。因此，1871 年 12 月

23 日，明治新政府向幕末时期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欧美各国派遣大型外交使节团，因其团长特

命全权大使为右大臣岩仓具视，所以称为“岩仓使节团”。该使节团的使命共有三项，第一是新政府

成立后礼节性访问条约签订国; 第二是为修改不平等条约进行预备性交涉; 第三是考察欧美先进国

家的制度文物等。
岩仓使节团花费近两年时间，访问、考察欧美 11 个国家，学习的各个方面影响着日本现代化的

方向与进程，在国家内部构建方面表现为宪政体制。权力精英之所以也主张宪政体制，其原因一方

面是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因为岩仓使节团抵达欧美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提议在美国遭到拒

绝; 英国甚至提出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 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国在修约问题上也是寸步

不让，其理由是日本尚未达到文明( 法治) 的程度。例如，在英国谈判时，英方成员强调“日本法律与

欧洲有很大不同，存在不开化的法律，就日本现状来说，不能废除治外法权，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根据

日本明显提高文明开化水平后将对英国人的审判权交给日本”。①

毋庸置言，宪政体制不仅是一部宪法，还有其他法律的制定与完备。本来与明治宪法同时颁布

的还有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统称“六法齐全”。但民法与商法存在争论，十年

后才得以颁布、实施。在此基础上，西方列强陆续解除了幕末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4 年，新

签订的《日英航海条例》率先废除了其中不平等成分; 1911 年，日本全部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
另一方面，岩仓使节团也看到了欧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欧罗巴洲列国感触于佛郎西革命，民

伸自由之理，国变立法之体，尔来星霜仅经八十年。中虽奥国继续帝威，二十年来亦已改为立宪之

体; 俄国之独裁，十年来略图与民自由。欧洲之文明源于此改革之深浅，其精华发而为工艺产物，利

源滚滚而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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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田和彦「岩倉使節団の文化的帰結」、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国際交流学部紀要委員会編『国際交流研究: 国際交流学部紀要』第

19 号、2017 年、117—143 頁。
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 第五篇) 』、宗高書房、1975 年、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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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治新政府领导人纷纷主张宪政体制，但在具体细节和实施时间上有所不同。例如，在

1873 年 10 月公开的建议书中，木户孝允指出“当务之急是在五条誓文中增加制定政规( 宪法) 的条

款”。① 在木户看来，日本仍处在文明不发达的阶段，只能依靠天皇和官僚实施宪政，将国民引进文

明社会。尽管是“独裁”性的宪法，但天下并非天皇独自之物，而是尊重民意、强化国民凝聚的宪法。
因此，木户提倡的“独裁”宪法仍然是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虽说今日是独裁宪法，但他日由人民

协议而成，为同治宪法之基础，必然成为人民幸福之根基”。②

尽管大久保利通也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定律国法( 宪法) ”，但明确提出君民共治。“定律国法即

君民共治之制。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得其私”;“不可轻易模仿欧洲各国君民共治

之制。我国自有皇统一系之法典，亦有人民开明之程度，须斟酌其得失利弊，制定法宪典章”。③ 由

此可见，无论木户，还是大久保，都意识到在民智未开的状况下，应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最

终目标仍然是君民共治。
政府中也有较为激进的观点，例如，大隈重信建议在 1883 年召开议会，他认为“立宪政治为政党

政治”，主张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与此同时，北海道开拓使将国有资产廉价处理给与政府有关

的民间企业丑闻曝光后，政府借机解除了大隈及大隈派官员的政府职务。为对抗大隈重信的主张，

岩仓具视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书，其构想是以普鲁士君主主义为范本制定宪法，具体起草者为井上毅。
伊藤博文考察欧洲宪法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宪法的相对化，即宪法大体上规定议会的组织形式、

国民的权力与义务、君主的权力等，最重要的是议会开设时能够保障其运转的行政机构。④ 因此，伊

藤博文从欧洲归来后首先引进内阁制度发挥行政机构的核心职能、组建东京帝国大学培养行政官

僚、建立华族制度巩固天皇制基础等。
即使在天皇的政治权力问题上，伊藤也持有相同的观念。明治政府成立后，天皇亲政，参加相关

会议并作出决定，因而宫中集团主张的“专制君主”与政府主张的“立宪君主”产生对立。1884 年，因

任命信奉基督教的森有礼为宫中事务官引起天皇的不满，长达两个月称病拒绝会见内阁成员。经过

伊藤的不断陈述与说明，明治天皇接受君主立宪制，双方在 1886 年达成“机务六条”，其内容包括在

内阁总理大臣的邀请下天皇出席内阁会议、有关国政事务天皇可咨询主管大臣及其次官、无论喜欢

与否天皇均不得缺席各种仪式、天皇尽量履行其职能以便国务顺利进行等。⑤ 即使在明治宪法实施

之后，明治天皇仍然坚持“机务六条”的原则，但这种政治生态缺乏调解者和调解机制，容易使特定政

治势力过于强大而无法加以限制。
与权力精英相对应，非权力精英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带有分享政治权力的目的，即通过立法

机关( 议会) 影响政府决策，以扩大或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使用绝对数字表示这一部分精英数量的

话，可以用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时的纳税人资格衡量，即缴纳直接国税 15 日元以上者拥有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当时在日本有 45 万人，约占全部人口的 1. 1%。⑥ 他们之所以争取参政权，是因为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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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木戸孝允文書』第八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 年、123 頁。
『木戸孝允文書』第八巻、128 頁。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久保利通文書』第五巻、日本史籍协会、1928 年、186 頁。
瀧井一博「立憲革命としての明治維新」、山内昌之、細谷雄一編著『日本近現代史講義———成功と失敗の歴史に学ぶ』、中公新

書、2019 年、43—44 頁。
宮内庁編『明治天皇紀』六、吉川弘文館、1907 年、631—632 頁。
総務省『みなさんと総務省を結ぶ情報誌』、2015 年 11 月号、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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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即纳税和选举权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们发起了要求制定宪法、
开设国会的自由民权运动。

1874 年 4 月，板垣退助与片冈健吉等人在其故乡高知县组成“立志社”，大力提倡“天赋人权”，

主张“人民尽皆平等，无贵贱尊卑之别”; 同时呼吁为伸张人民的权利，必须建立民选议会、制定宪法。
在“立志社”的呼吁和影响下，各地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政治团体。1875 年 2 月，以“立志社”为中心，

各地政治团体的代表在大阪举行集会，组成统一的政治团体———“爱国社”。该政治团体主张“各伸

张其自主之权利，尽人类本分之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持天下国家”，以“增进天皇陛下之

尊荣福利，使我帝国和欧美各国对峙屹立”。①

从英国革命开始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其动因主要来源于“无承诺、不纳税”或“无

代表、不纳税”的公正、公平观念，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出现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背景不仅是幕末

时期出现的“公议制”，也来自于纳税与选举权的关系之观念。1873 年地税改革以后，土地所有者直

接向国家纳税，因而在自由民权运动者的眼中，国家赋予了土地所有者参政权。例如，在“期望开设

国会同盟”提出的《开设国会请愿书》中明确写道:“随着颁布地税改革令，发行地券，必须给予国民

参政的权利。”正如家永三郎指出的那样:“自由民权运动出自这样的动机，即地税负担者主动要求开

设国会，让自己选出的代表参加能够决定从自己这里征收的赋税及其用途。”②

实际上，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开端，早在 1874 年 1 月 17 日板垣退助等八人在向左院提出的

“设立民选议员建议书”中，就批判萨长藩阀的“有司专制”，同时指出国家稳定“唯有强化天下公

议”，其理由是“人民是向政府缴纳租税者，因而具有知晓政府事务的权利，此乃天下通论，无需我

等赘言”，③阐明纳税者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该建议书在《日新真事志》刊登后广为人知，引起社

会广泛讨论并将自由民权运动推向全日本。1877 年 6 月 12 日立志社提出的“立志社建议书”，再

次强调“既然对人民课以血税，那么，专制之政治就不适合被专制统治的人民，需要实施宪政体

制”。④

重要的是，在明治宪法的制定者看来，日本臣民的纳税义务既不是古罗马时代的“征服与被征服

关系”，也不是中世纪英国的“承诺与被承诺的关系”，而是来自日本本身万世一系的“君民一体”。
针对《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章第 21 条明确规定的“日本臣民依法律规定有纳税之义务”，伊藤博文

解释为“培育中兴之果实且永久保存之”。⑤ 同时，为避免出现议会利用征税权对政府施加压力的

局面，宪法特意规定“现行租税，未经法律重新改定者，仍依旧征收”( 第 63 条) ; “在帝国议会未议

定预算或未能通过预算时，政府应施行前一年度之预算”( 第 71 条)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征税

及预算问题上，明治宪法仍然贯穿了从统治者立场出发的“无偿性”“强制性”的德意志帝国宪法

风格。⑥

尽管如此，帝国议会的开幕为非权力精英阶层提供了参与政策决定的舞台。从 1890 年第一届

议会开幕，一直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前后开过六次议会，代表纳税阶层的“民党”反

7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愛国社合議書」、歴史学研究会編『日本史料·4·近代』、岩波書店、1997 年、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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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孝洋「大日本帝国憲法と租税———課税承認権の封じ込め」、『社会研論集』15 号、2010 年、91—1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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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权政治，要求休养民力、减轻税收、节约经费、大幅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与政府形成激烈

的对立，甚至迫使内阁总辞职或解散议会。也正因如此，甲午战争爆发后，所有“民党”议员立刻转

向，不仅在议会里完全赞成政府的战争预算，而且在社会上积极支持对外战争，从而体现了近代国

民国家的本质。正如“国民国家论”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国民国家既有国民主权也有国家主权，民

权和国权是对立的统一。① 换句话说，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

民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国民就有义务去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权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治宪法体制有两个致命的制度缺陷。一是没有规定首相的产生方式。在

近代之初是明治维新元勋( 元老) 轮流担任，其后元老年事已高时推荐政党或军人首领，元老谢世后

是首相经历者、枢密院院长、内大臣等组成的“重臣会议”推荐，难免做出错误判断。例如，太平洋战

争爆发前，内大臣木户幸一力推坚决对美开战的东条英机担任首相，结果可想而知。二是天皇拥有

军队统帅权，但天皇几乎不参与政治决策，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主要由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组成的

军部缺少制度约束; 1900 年又规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即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或大将担

任，更是成为军人迫使内阁集体辞职的法宝。尽管在明治时代具有权威性和协调性的元老尚能控制

与协调各种政治势力，在赢得两场对外战争的基础上实现了世界性强国的梦想，但在元老几乎离世

的昭和时代( 1926—1989 年) 初期，军部的“暴走”成为现实，不顾一切的对外侵略战争奔向灭亡

之路。

三、忠君爱国意识与民粹主义

明治初年，权力精英的国家设计构想是追求“国民”与“国家”力量均衡的“国民国家”形态，即地

方政治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同时激发国民的归属意识与自主权利意识，也就是所谓的“君民共治”，

但作为后发型的近代化国家，当时的日本社会尚未成熟到如此程度。换句话说，如何使明治初期的

普通日本人具备“国家”及“国民”的意识仍然是一个较为艰难的课题，因为当时的发展水平与民众

的知识储备尚未具备“国民”与“国家”的观念。
虽然普通民众与非权力精英群体都有反对政府的诉求，但追求的目标截然不同，非权力精英要

求分享国家权力，普通民众则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而目前日本学术界将自由民权运动分为

“民权运动”和“民众运动”。
1882 年，明治政府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结果造成大米价格暴跌，农民贫困、分化现象日益突

出。在此背景下，自由党基层成员领导农民进行了多次反政府的暴力斗争。1882 年 11 月，为抗议福

岛县知事为修筑公路而征收沉重的赋税，以河野广中为首的自由党成员率领数千农民发动暴乱。暴

乱遭到政府的镇压，包括河野广中在内，多名自由党成员被捕并被判刑; 1883 年 3 月，新潟县高田警

察署以暗杀政府高官为名逮捕数十名自由党成员，其中一人以预备阴谋内乱罪被判处九年徒刑;

1884 年 5 月，群马县自由党成员计划利用铁路高崎站开通典礼之际袭击政府官员，但计划泄露，开通

典礼延期。随后，自由党成员率领数千农民捣毁高利贷者住宅、袭击警察分署，失败后领导者被判有

期徒刑; 1884 年 9 月，自由党成员准备在栃木县厅落成之际袭击政府高官，计划泄露后 16 名自由党

82

① 西川長夫「十八世紀のフランス」、歴史学研究会編『国民国家を問う』、青木書店、1994 年、24—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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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以加波山为根据地，袭击警察、高利贷者; 1884 年 10 月，埼玉县秩父地区的农民因生丝价格暴跌

而负债累累，在自由党成员鼓动下，成立“困民党”“借金党”等组织，袭击地方政府、警察署、高利贷

者。政府出动军队将暴乱镇压下去，被逮捕者多达数百人。
尽管民众运动消失，但为使普通民众具有国家与国民意识，明治政府一方面将天皇塑造为国家

的象征( 某种意义上的“造神运动”) ; 另一方面利用国家暴力机器等强制性手段( 强制性的义务教育

和征兵) 将普通民众纳入国家体系，并通过天皇直接与特定民众对话( 主要是《教育敕语》与《军人敕

谕》) 的权威性向大众灌输“忠君爱国”的观念。
明治政府塑造“天皇为国家象征”的主要手段，除各种政府告示、通知等充满了皇祖“开国神话”

及“王土王民”的话语外，最重要的是天皇对地方的“巡幸”。1872—1885 年，明治天皇进行了“六大

巡幸”，每次通常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以上，走遍了日本的各个地方。其最大的意图是从历史的、民
族的立场出发，向民众显示天皇取代将军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正统性、合法性; 同时将民众的神道

信仰与天皇崇拜结合起来，而且还可以提高巡幸所至的地方行政机构及名门望族的统治权威，随行

的军队演习又将军队与天皇直接联系在一起，对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起到较大的作用。当时采访巡

幸的英国记者写道: 天皇坐过的地方被神圣化，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天皇是超越最优秀之人的现

人神。①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对那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出现的对天皇不敬言行给予严厉的控制与取

缔。例如，曾担任“侍讲”的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在 1873 年出版《国体新书》，宣扬立宪政体、天

赋人权等思想，他甚至提出“君主是人，人民也是人，虽贵为君主，也不过是国家第一等高官而

已”的观点。在被海江田信义等保守派批判为“不共戴天的逆贼”后，加藤主动将包括《国体新

书》在内的三本启蒙思想书籍绝版，而且立场也转向社会达尔文主义。1880 年《东京曙新闻》发

表《立宪政体为最佳政体》的文章，提出“帝王也是保护人民的臣仆”，“神武天皇不过是日向地方

的豪族”，结果政府根据《新闻纸条例》，将其视为“诽谤罪”，判决报社主编两年徒刑、罚款 100
日元。②

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在内，明治政府最高官员只是借助天皇的权威强化政权

基础，并不赋予天皇任何决策的权力，正如“机务六条”所体现的那样。也正因如此，天皇无需承担任

何政治责任，可以在国民面前保持较高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其影响力反而得以增强。
例如，在义务教育方面，明治政府在 1872 年颁布《学制》，预期实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

人”的目标。由于该制度难以实现，1879 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实施义务教育，但因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第二年修改《教育令》，学科中以“修身”课为第一，强

化地方长官的教育行政权限，转向国家主义教育。1886 年明治政府颁布《小学校令》，明确“义务教

育制”，规定父母、监护人具有让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义务。
1889 年颁布宪法、召开国会之后，明治政府意识到应加强“忠君爱国”的道德教育，于是由天皇

颁布《教育敕语》，其中要求“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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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71—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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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其目的是“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①

除《教育敕语》抄写本外，称为“御真影”的天皇、皇后照片也下发到各个学校。1891 年 6 月，文

部省颁布训令，要求学校在节日或其他集会活动时必须符合下述程序: 向“御真影”敬最大礼并高呼

两陛下万岁、奉读《教育敕语》、校长训示、齐唱歌曲; 明确要求各校以最大的尊重安置“御真影”和

《教育敕语》抄写本，否则将处以严厉的惩罚。② 如此义务教育下来，明治政府不仅灌输了为天皇献

身的观念，日本民众也具备了国家与国民意识。
再如在服兵役方面，明治维新后，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征兵制应运而生。1872 年以天皇名义颁布

《征兵告谕》，1873 年颁布《征兵令》，规定年满 20 岁的男子进行体检，身体合格者抽签服兵役三年，

复员后仍有四年预备役。由于户主、官立学校学生等可以免除服兵役，结果有 80% 以上的适龄者得

以逃避。1889 年，明治政府大幅度修改《征兵令》，户主也不能免服兵役，适龄人员均服兵役。与此

同时，明治政府在军队中灌输“忠君爱国”思想。1878 年，山县有朋发表《军人训诫》，指出军人精神

的“三德”是忠实、勇敢、服从。③

1882 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以第一人称的“朕”与第二人称的军人“汝等”展开对话，将作为

日本国象征的天皇制与作为“臣民”的军人结合为一体，形象地体现了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通过对

“皇祖”“皇考”的阐述，不仅否定了七百年的武家政治，证实“朕即汝等军人的大元帅”的正确性，而

且也具有作为国家象征的主体性。然而，“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

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④ 也就是说，“汝等”只有与“朕”结成“一心”“保护”“国家”，“我国之苍生”
才能享受“太平之福”。以天皇的名义下赐敕谕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要求士兵全部

背诵，因而在日复一日的朗诵过程中，国家认同意识逐渐形成。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明治天皇颁布“宣战诏书”，并亲自坐镇设在广岛的战时大本营。日本动员

24 万人的军队投入战争，大获全胜，再次证实了全民皆兵式的近代军队，特别是近代国家形成后的实

力之强。更为重要的是，“同仇敌忾”的社会舆论、不断获胜的消息、士兵的出征式及凯旋式无不极大

地煽动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国家及国民意识，自发地认识到自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国民”，是天皇

陛下忠实的“臣民”。⑤

即使如此，正如《明治宪法》不称“国民”而称“臣民”那样，明治政府将天皇塑造为国家的象征，

同时通过对军人和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意识，如此创造出的“国民”不是国家的对峙者，而是国家

的奉献者。尽管在明治时代这一社会形态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迅速发展为世界强国，但如果国家

出现方向性决策失误，国民也很容易盲目地随从，疯狂地为天皇献身，最终结局只能是国破家亡，正

如后来的历史发展所体现的那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拟似近代化”，

即表面上看似乎近代化了，实际上含有许多前近代因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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